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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城市生态环境质量综合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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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政法大学 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上海 201620） 

【摘 要】：城市生态环境质量评价对于城市质量管理及环境保护具有重要的意义。结合上海市的环境特征，提

出了包含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经济环境的环境质量指标体系，通过熵值法及综合指数法对上海的城市生态环境质

量进行评价。结果表明：上海市城市生态环境 2010—2017 年逐年改善，自然生态指数呈现上升的趋势，生态环境

质量总体持续改善；社会发展环境稳中有升，贡献度最大；经济发展环境贡献度较小，有待进一步改善，城市生态

环境质量整体向好的趋势发展。社会发展指数所占权重在生态环境质量评价中为 0.3891，表明上海市城市生态环境

质量的改善主要取决于社会发展指数的变化，验证了生态保护政策的有效性，证明地方政府积极的环境保护政策极

大地改善了地方生态环境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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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我国城镇化和工业化水平不断提高，但对自然资源的大量开发和利用也导致环境污染形势日

益严峻，给区域生态环境带来巨大威胁。近年来，环境污染与保护问题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人们的环保意识开始觉醒，保护

生态环境已经成为自上而下的一种共识，并采取了诸多治理行动，也取得了一定效果。然而，虽然当前城市生态环境质量与之

前相比有很大改善，经济发展方式也逐步由最初的粗放式增长转变为可持续发展，但因城市环境污染而导致的环境群体性事件

仍时有发生。环境群体性事件扰乱正常的社会秩序，不利于社会和谐和政治稳定[1]。因此客观认识和评价城市生态环境质量，对

正确制定经济与环境发展战略及城市的持续、稳定发展都至关重要。 

上海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先驱城市之一，自 2000 年以来，城镇用地大幅度增加，2002年上海城市建设用地面积为 1824.56

平方千米，2015 年城市建设用地面积达到 2915.56平方千米，与 2002 年相比增长 60%，2017年为 1910.74平方千米，详见图 1。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整个城市的生态系统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生态环境质量的下降。城市化进程虽

然提高了人们生活水平，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效益的提高，但也打破了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的平衡，给城市生态环境带

来了极大挑战。因此，本文针对上海市生态特征及发展变化趋势，借鉴现有的城市生态评价体系，提出一套新的城市生态环境

质量评价体系，用来评估上海市近年来的生态环境质量状况，以期为未来其他城市生态发展规划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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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02—2017 年上海城市建设用地面积 

注：数据来源于 2002—2017年上海市《城乡建设统计年鉴》(2009 年、2010年统计年鉴数据缺失)。 

1环境质量评价指标和体系的发展历程 

1969 年美国颁布的《国家环境政策法》(NEPA)中首次提出“环境影响评价”，此后，关于生态环境质量的研究越来越多，

英国、日本等国家也先后制定了相应的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但是早期的环境影响评价并没有统一的模型。自 20 世纪 80 年代开

始，当评价指标由单要素向多元化要素转变后，标准的环境影响评价模型不断涌现，其中最具有影响力的是由联合国可持续发

展委员会(UNCSD)提出的“驱动力—状态—响应”(DSR)模型
[2]
，它从社会、经济、环境和制度四个维度构建评价体系，为现代生

态环境质量的评价提供了理论基础，这些模型也为不同国家和地区间环境质量比较提供了标准。此后的研究都是基于这四个维

度来开展或者扩充的。例如 Atkinson[3]从社会、经济、环境和文化四个层次构建的指标体系，将制度具体化为文化。耶鲁大学

环境法律与政策中心联合哥伦比亚大学与世界经济论坛在 2000 年建立的环境可持续指数(ESI)1，已成为评估世界各国环境可持

续能力的标准。2000 年以后，许多发展中国家城市化进程加快，城市化对土地的开发和适宜性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Mafull

等[4]从适宜性角度构建了自然环境、生物环境以及功能适宜性的指标体系，为城市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依据。由于城市化的可持续

性评估非常困难，需同时考虑多个定性和定量因素，Robati 等[5]提出 SUQCI(可持续城市质量综合指数)，该指数由 10 个部分组

成，共包含 16个指标，从土地利用、自然灾害、气候等方面选取指标以评估德黑兰 22个区的环境质量。 

在评价方法上，通常运用统计学、建立模型的方法来进行环境综合评价，如均权法、加权平均法、几何加权平均法、主成

分分析法等。Grossman & Krueger[6]最早运用统计学方法对经济发展水平比较高的国家就经济发展水平与环境质量的关系进行研

究，发现随着城市经济水平的提高，生态环境质量呈现倒“U”型的规律，并由此提出著名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设。Wu等[7]采

用层次分析法，构建了11个指标的指标体系对三个半封闭沿海地区生态环境质量进行评估。此外，还有学者利用 GIS 技术、遥

感与 GIS 相结合等进行环境评价[8-10]。Mafull 等[4]基于地理信息系统(GIS)方法，对城市可持续发展提出对策建议。Azeez & 

NikhilRaj[11]利用GIS 和 RS技术监测印度南部的土地利用和土地覆盖变化。 

国内的环境质量评价工作始于 20世纪 70年代，但直到 80年代才逐步关注生态环境的评价。最初的研究侧重于环境污染，

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开始从自然环境、生态破坏、社会发展等因素出发，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对环境质量进行

等级划分来综合评价生态环境质量。近年来基于遥感、地理信息系统等技术进步，生态环境质量评价向多指标的系统性方向发

展。 

从生态环境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看，最初是从较为宏观的模糊的指标开始设计，例如从生态环境质量背景、人类对生态环境

影响程度及人类对生态环境适宜度需求等方面构建指标体系
[12]
。此后，进一步将指标具体化为自然生态环境、社会生态环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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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生态环境三个系统层[13]。在这三个大层次的基础上，根据研究地域的不同构建子指标，例如林积泉等构建的小流域环境质

量综合评价指标体系[14]。此后随着环境质量监测的不断完善，使用监测点数据开展的评估逐渐增多[15-16]。但是监测点数据有很大

的局限性，能否代表整个城市的生态情况尚有争议。不同城市监测点分布差异很大，有些监测点位于重污染区，有些监测点位

于非污染区，以此为数据评估整个城市生态可能存在一定的偏差。但此后，随着遥感和 GIS 技术的不断成熟，这些问题得到了

解决[17-19]。 

国内学者评价环境质量水平的方法主要有层次分析法[20]、主成分分析法[21]、专家咨询法[22]、熵值法[23]、综合指数评价法[16]

等。从评价指标的权重看，权重的确定方法一般有主观和客观两种赋值方法。主观赋值法如德尔菲法、层次分析法等，是由研

究者本身根据经验和主观判断得到，较为主观。客观赋值法确定的权重精度较高，如主成分分析法、熵值法等，是评价指标在

被评价过程中的实际数据得到，并客观反映其重要程度，较为客观。 

通过文献梳理可知，由于不同国家发展阶段不同，发达国家较早关注生态环境质量评价，较早设计了城市环境质量评价指

标和体系，而我国在经济发展初期，经济发展压力较大，将经济发展放在了首要地位，一些城市和地区环境质量出现了倒退并

引发较为严重的环境冲突事件。近年来，环境问题成为举国上下的重要问题，相应地在环境理论、指标体系及方法方面也取得

了一定的成绩。从已有的研究来看，生态环境质量评价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首先在指标选取方面，更多的是采用环境污染指

标，很少涉及生态类的指标，缺乏一定的合理性。因此，本文基于生态学角度，分别从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经济环境三个方

面构建评价体系，主要采用熵值法来确定权重以消除各指标权值的主观性，但由于熵值法的局限性，同时采用综合指数法来对

多层次的评价体系进行综合评价，以准确评估上海市近年来的生态环境质量状况，为其他城市的生态环境质量评价提供借鉴。 

2 城市生态环境质量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评价指标应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指标的定义必须明确并且具有科学的计量方法[12]。单项指标能够客观地反映上海市生态

环境质量的基本特征，以环境保护及改善为立足点；以协调多元经济、社会系统为框架；以数据的可获得性、可度量性和可靠

性为准则，以指标体系清晰简洁为指导，所设计指标既能横向比较不同地区的环境治理水平，又具有纵向的连续性及可比性，

适用于不同时间、不同地区间的比较评价。 

城市生态环境质量指标体系的构建需要涵盖城市的环境特征以及影响环境质量的重要因素。结合马世骏和王如松[24]提出的

复合生态系统，城市是由自然、社会和经济三个子系统组成的生态系统。所以，城市生态环境质量评价指标应该包括自然环境

指标层、社会环境指标层和经济环境指标层三个方面，在三大指标层下面又设有相应的具体指标层(表 1)。 

表 1城市生态环境质量评价指标体系 

目标层 准则层 次准则层 子指标层 指标属性 

上海市城市生态环境质量 A 自然生态环境 B1 

环境空气质量 C1 

二氧化硫浓度 D1 负向 

二氧化氮浓度 D2 负向 

可吸入颗粒物(PM10)浓度 D3 负向 

水环境质量 C2 水资源总量 D4 正向 

声环境质量 C3 

区域环境噪声值 D5 逆向 

交通干线噪声值 D6 逆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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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环境质量 C4 

人均公共绿地面积 D7 正向 

城市绿化覆盖率 D8 正向 

社会发展环境 B2 

人口因素 C5 

人口密度 D9 正向 

人口增长率 D10 逆向 

资源配置 C6 

每万人拥有公交车辆 D11 正向 

人均道路面积 D12 正向 

人均生活用水量 D13 正向 

污染控制 C7 

万元 GDPSO2 排放强度D14 逆向 

工业固体废弃物利用率 D15 正向 

城镇污水集中处理率 D16 正向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D17 正向 

经济系统环境 B3 

经济收入 C8 

城乡收入比 D18 正向 

GDP 增长率 D19 正向 

人均 GDPD20 正向 

产业结构 C9 

第二产业占 GDP 比重 D21 逆向 

第三产业占 GDP 比重 D22 正向 

可持续性 C10 环保投资占 GDP 比重 D23 正向 

 

2.1 自然生态环境质量 

自然生态环境系统层主要包括空气环境、水环境、声环境以及生物环境四个方面。现阶段虽然各地环境状况都有所改善，

但部分城市环境污染问题仍然突出，如城市水污染严重，水资源短缺[25]；二氧化硫和可吸入颗粒物超标及城市绿地率不足[26]等。

自然生态环境是城市生态环境质量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空气环境主要通过二氧化碳、二氧化氮及可吸入颗粒物的浓度来综合反

映大气质量状况。由于某地区水体的纳污能力与水资源的量级密切相关，水量与纳污能力正相关[27]，因此水环境通过水资源总

量来反映。声环境主要选取区域环境噪声值及交通干线噪声值指标。由于绿化可以减少大气中的粉尘量，所以可使用绿化指标

衡量该地区烟尘和工业粉尘等大气污染物的自净能力，本文选取某地区城市绿地覆盖率及人均绿地面积作为绿化指标。 

2.2 社会生态环境质量 

社会生态环境反映的是人类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程度，包括运行效率、经济投入、人力配置、资源配置、人口结构等。一个

城市发展的规模必须控制在城市和区域的生态环境资源承载力范围内，否则城市交通、住房、安全及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困境会

限制城市进一步的建设。当前不少城市的基础设施还需完善(如道路交通设施不足[28]、住房紧张[29]、污染治理设施不足[30]等)，

因此将人口因素、资源配置、污染控制等作为社会生态环境质量评价的要素层指标。人口因素子指标主要包括人口密度、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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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率；资源配置子指标主要包括每万人拥有公交车辆、人均道路面积、人均生活用水量；污染控制主要包括万元 GDP 二氧化

硫排放强度、工业固体废弃物利用率、城镇污水集中处理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等子指标以反映控制污染物排放、工业固

体废物利用情况、城市水污染的治理能力以及垃圾无害化的程度。 

2.3 经济生态环境质量 

经济生态系统是以人类的物质能量代谢活动为主体[31]，是城市活动的外部社会经济条件，包括城市居民的收入水平、经济

发展水平、行业发展状况以及城市化程度等多种因素。从环境角度看，经济环境关系到产业结构的平衡、资源的循环利用及生

态环境的可持续性，因此将经济收入、产业结构及可持续性作为经济子系统的评价要素。经济收入通过城乡收入比、GDP 增长率、

人均 GDP 来反映，产业结构子指标主要包括第二产业占 GDP 比重及第三产业占 GDP 比重，可持续性通过环保投资占 GDP 比重以

反映城市环保投入的力度。 

3 评价指标处理和评价方法 

3.1 评价指标的标准化处理 

上述表中所列的指标体系中既有正向指标，又有逆向指标，因此需要将逆向指标同向化，以保证在数据分析上的一致性。

同时，为了使多指标评价具有可行性，需要对指标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将各指标属性值统一变换到[0,1]的范围内。评价指标

分为两类，一类是正向指标，指标值越大越好；另一类是逆向指标，指标值越小越好。 

正向指标处理公式： 

 

逆向指标处理公式： 

 

式中：ri—指标标准化值；Xi—原始指标现值；max(i)—原始指标最大值；min(i)—原始指标最小值。 

3.2 熵值法的基本原理及其权重计算 

3.2.1 熵值法的基本原理 

熵的概念源于热力学，主要反映系统的混乱程度[32]，Shannon借鉴热力学的概念，提出“信息熵”。在信息论中，信息是系

统有序程度的一种度量，而熵是系统无序程度的一种度量，两者绝对值相等，但符号相反[33]。设有 n个评价指标，m个评价年份，

则形成原始指标数据矩阵 X=(Xij)m×n，对于某项指标 Xj，指标值 Xij的差距越大，则该指标在综合评价中所起的作用越大；如果某

项指标的指标值全部相等，则该指标在综合评价中不起作用[3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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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熵值法确定权重的计算步骤 

标准化之后的数据采用熵值法来确定各指标的权重，具体步骤如下： 

第一步：计算第 j个指标下第 i年份指标值的比重： 

 

第二步：计算第 j个指标的熵值 ej： 

 

第三步：计算第 j个指标的差异性系数 dj： 

 

第四步：计算第 j项指标的权重 wj： 

 

城市生态质量综合指数(CEI)是将城市生态环境各要素指标值乘以各自权重，再进行加和。 

 

3.3 分级方法 

参照国内外的已有文献对城市生态质量指数进行分级设计[36]，一共分为五个等级并给出相应的分级评价，分别为：生态质

量优、较好、一般、较差和差。具体分级标准见表 2。 

表 2城市生态质量综合指数分级标准 

分级 生态质量综合指数 指数评价 

Ⅰ级 0.8～1.00 优 

Ⅱ级 0.6～0.8 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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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级 0.4～0.6 一般 

Ⅳ级 0.2～0.4 较差 

Ⅴ级 ＜0.2 差 

 

4 基于上海市的城市生态环境质量评价 

上海处于长江河口滨江沿海的特殊地理位置，拥有林地、湿地、农田、河流、湖泊等复杂多样的生态系统，经济发展迅速

且城市化水平较高，本文应用建立的城市生态环境质量评价指标体系，从生态学的角度对上海市的城市生态环境质量进行综合

评价。 

4.1 数据来源 

评价指标中所用的数据，主要来自 2010—2017年的《上海市统计年鉴》《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上海市水

资源公报》等。在获得上海市 2010—2017年相关生态环境数据的基础上，根据熵值法及环境质量综合评价指数的评价方法进行

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经济环境质量以及城市生态环境质量综合指数(CEI)的统计和评价。 

4.2 评价结果 

根据上海市 2010—2017年的相关数据计算的熵权即为该指标的权重，得到的结果如表 3所示。从以上环境子指标的权重来

看，人均道路面积的权重最大，表明建设用地是影响生态环境的最主要因素，人均公共绿地面积、城市绿化率、每万人拥有的

公交车辆对上海市生态环境也有较大影响；交通干线噪声、城乡收入比、GDP 增长率及环保投资占 GDP 比重等指标的权重都在

0.044 以上，这些指标对生态环境影响较大；工业固体废弃物利用率等指标权重偏小，对当前环境建设的贡献较小，未引起人们

的足够重视。 

表 3上海市城市生态环境质量评价各指标层权重 

准则层指标 次准则层 子指标层 权重 wj 

自然生态环境 B1(0.3491) 

环境空气质量 C1(0.1277) 

二氧化硫浓度 0.0430 

二氧化氮浓度 0.0422 

可吸入颗粒物(PM10)浓度 0.0425 

水环境质量 C2(0.0429) 水资源总量 0.0429 

声环境质量 C3(0.0882) 

区域环境噪声值 0.0439 

交通干线噪声值 0.0443 

生物环境质量 C4(0.0903) 

人均公共绿地面积 0.0452 

城市绿化覆盖率 0.0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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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发展环境 B2(0.3891) 

人口因素 C5(0.0863) 

人口密度 0.0427 

人口增长率 0.0436 

资源配置 C6(0.1343) 

每万人拥有公交车辆 0.0454 

人均道路面积 0.0458 

人均生活用水量 0.0431 

污染控制 C7(0.1685) 

万元 GDPSO2排放强度 0.0429 

工业固体废弃物利用率 0.0416 

城镇污水集中处理率 0.0431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0.0409 

经济系统环境 B3(0.2618) 

经济收入 C8(0.1308) 

城乡收入比 0.0442 

GDP 增长率 0.0442 

人均 GDP 0.0424 

产业结构 C9(0.0865) 

第二产业占 GDP 比重 0.0427 

第三产业占 GDP 比重 0.0438 

可持续性 C10(0.0445) 环保投资占 GDP 比重 0.0445 

 

评价指标的量化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过程，根据权重我们可以计算出各系统指标的评价指数及综合评价指数，表 4 是

2010—2017年上海市生态环境综合评价指数及准则层指数。 

表 4 2010—2017 年上海市城市生态环境质量准则层、综合指数及评价等级 

年份 

分类指标 

综合评价指数(CEI) 状态描述 自然生态 社会发展 经济系统 

0.3491 0.3891 0.2618 

2010 0.046 0.090 0.110 0.246 较差 

2011 0.044 0.111 0.084 0.240 较差 

2012 0.149 0.168 0.072 0.389 较差 

2013 0.117 0.210 0.098 0.425 一般 

2014 0.152 0.212 0.137 0.501 一般 

2015 0.167 0.276 0.099 0.542 一般 



 

 9 

2016 0.214 0.277 0.145 0.636 较好 

2017 0.243 0.327 0.177 0.747 较好 

 

4.3 上海市生态环境质量综合评价结果的分析 

4.3.1 生态环境质量综合评价 

从图 2中可以看出，2010—2017 年上海市生态环境质量总体呈现上升趋势，2013 年以前生态环境综合评价指数较低，低于

0.4，表明生态环境质量较差，这是由于当时处于“十二五”规划的重要时期，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城乡居民消费结

构加速升级，全球化趋势逐步加强，对于环境保护投入的力度非常有限。同时，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使得产业生产规模不断

扩大，进而空气、废弃物等污染物排放量加大，导致生态环境破坏较为严重。 

 

图 2 2010—2017 年生态环境质量综合指数变化 

2013—2015年为“十二五”规划后期，综合指数上升，介于0.4～0.6 之间，生态环境质量一般，生态环境质量有所好转。

战略规划后期通过改造传统产业，充分运用现代技术成果，不断进行结构产业优化升级，有效缓解了生态环境压力。2015—2020

年是五年重要发展时期，在此期间，节能环保产业、先进环保产业、资源循环利用产业成了重点发展方向和主要任务，住建部、

环保部联合印发《全国城市生态保护与建设规划(2015—2020 年)》(建城〔2016〕284 号)，以切实加强城市生态保护。上海市

政府印发了《上海市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十三五”规划》，把环境保护作为本市全局和长远发展的重要内容，相继出台了一些

环境保护政策及保障措施。从本文计算的生态环境质量综合指数在 0.6～0.8之间，评价结果为较好，表明生态环境在这两年期

间得到明显的改善。 

4.3.2 自然生态环境指数评价 

图 3 是 2010—2017 年上海市自然生态指数，由图 3 可以看出 2010—2017 年上海市的自然生态指数基本呈现上升趋势，由

于自然生态指数权重为 0.3491，对生态环境质量影响较大。2011—2012 年自然生态环境指数增长幅度较大，得益于上海市人民

政府实施《上海市 2012—2014 年环境保护和建设三年行动计划》2013—2017年增长幅度较缓慢，这表明自然生态环境在这期间

对于城市生态环境质量起到了一定的维护作用。一方面，在人口、经济、能源消耗持续增加的同时，主要污染物削减明显，2017

年二氧化硫、二氧化氮、可吸入颗粒物浓度分别比 2010 年下降 58.6%、12%和 30.4%，区域环境和交通干线噪声不断降低；另一

方面，绿林地面积不断增加，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到 7.6m2，森林覆盖率达到 15.03%，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持续改善(数据来源：

2017 年上海市生态环境局、《上海市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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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2010—2017 年自然生态指数变化 

4.3.3 社会发展环境指数评价 

社会发展指数呈现稳步持续上升的趋势，而且社会发展指数所占权重在生态环境质量评价中为 0.3891，这表明上海市城市

生态环境质量的改善主要取决于社会发展指数的变化。在 2010—2015年，上海市重大环境基础设施逐步完善，对城镇污水处理

厂进行新改扩建，提高城镇污水处理率；建立生活垃圾无害处理体系，生活垃圾处理能力加强，危害废物、医疗废物基本得到

安全处置；另外，加快推进污染减排，在化工企业实施脱硫、脱硝和高效除尘；完成中小燃煤锅炉清洁能源替代、黄标车淘汰

等治理工作。在这一时期，扬尘、挥发性有机物(VOCs)污染控制等都取得较大的进展。 

截至 2017年，PM2.5浓度为 39μg/m3，比 2012 年下降 9μg/m3；PM10浓度为 55μg/m3，比 2010 年下降 24μg/m3；城市污水处

理率由 2010 年 83.3%提高到 2017 年 94.5%；生活垃圾无害处理率达到 100%(数据来源：2010 年、2012 年、2017 年上海市生态

环境局、《上海市统计年鉴》)。这一时期环境指标的好转，离不开上海市环境法规政策体系的完善，市政府出台《上海市大气

污染防治条例》等 2 项地方性法规和 10 余项配套文件，制定《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等 12 项地方标准规范，制定了生态

补偿、环保电价、超量减排奖励等一系列政策，环境监测、监管和执法体系逐步加强，这些保障措施使得社会发展指数明显提

高。 

从图 4中不难发现，2015—2017 年社会发展指数增长幅度放缓，与前期相比存在一定差距，这主要是因为污染物排放量大、

强度高，通过末端处理的难度越来越大，减排空间也更加有限，随着人口经济的快速增长，环境治理能力不足以消化人口经济

快速发展带来的增量，除了继续加大污染治理力度外，必须在调结构、转方式等源头防控，进一步改善生态环境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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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2010—2017 年社会发展指数变化 

4.3.4 经济系统指数评价 

从图 5可以看出，2010—2017 年上海市经济系统指数有升有降，总体权重为0.2618，最初两年指数呈现下降趋势，表明在

此期间经济系统为生态环境质量水平的贡献度较小，2012—2014 年经济指数不断上升，可以发现政府意识到环境保护的重要性，

在经济发展的同时重视环境的治理，2017 年升至最大值，主要是由于政府加大在环境保护方面的资金投入，2017 年上海市用于

环境保护的资金投入 923.53亿元，环保投资占 GDP的比重达到 3.1%，较 2010年提高 4.7%；积极调整产业结构，第三产业逐步

取代传统的重工业，第三产业占 GDP 的比重由 2010 年的 57%增长至 69.2%(数据来源：2017 年上海市生态环境局、《上海市统计

年鉴》)；城镇居民环保意识增强等使生态环境质量好转。上海市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注重产业结构的升级及环境的治理，虽

取得了一些成果，但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仍不协调，今后一个时期政府应当加大经济系统对生态环境质量的贡献度。 

 

图 5 2010—2017 年经济系统指数变化 

5 结论 

本文构建了上海市的生态环境质量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应用熵值法确定了各指标的具体权重，得出了影响生态环境质量的

指标的重要性并计算了生态环境质量综合评价指数，以此对上海市 2010—2017 年的生态环境质量进行了评价。 

第一，上海市自然生态环境改善较大。自然生态指数呈现上升的趋势，只是在 2013 年左右有小幅的波动，2017 年与 2010

年相比增长了 4.28倍，大气环境污染物削减明显，噪声减少，绿化面积及人均绿化面积增多。自然环境传统产业可采用先进的

节能低碳环保材料和环保技术，集中发展有优势的轻工业，淘汰落后的产能。 

第二，社会发展环境稳中有升。社会发展指数综合指数处于逐步上升趋势，增长幅度不大，2017年比 2010 年增加 2.63倍。

其中，环境治理在污染物排放、生活垃圾处理及固体废弃物处理等方面取得了较大的成果。社会发展指数所占权重在生态环境

质量评价中为 0.3891，表明上海市城市生态环境质量的改善主要取决于社会发展指数的变化。2015—2017 年社会发展指数增长

幅度放缓，与前期相比存在一定差距，政府相关部门除了继续加大污染治理力度外，必须在调结构、转方式等源头防控，形成

“环保+”发展模式，进一步改善生态环境质量。 

第三，经济发展环境改善较小。经济系统指数呈现先下降后增长的趋势，但变动幅度有限，其最大值为 0.177，最小值为

0.072。上海市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仍要重视绿色发展，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推进环境治理体系。产业发展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

础，是生态建设的重要内容，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环境的质量。在经济与环境共同发展的背景下，调整优化产业结构成了重要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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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实现经济和环境发展的良性循环是未来城市发展的重要方向。 

第四，文中选取的23个指标的权重基本上保持稳定，其对上海市城市生态环境改善的贡献基本持平。自然生态环境、社会

发展环境及经济系统环境在生态环境质量中的权重分别是 0.3491、0.3891、0.2618，即社会发展在上海市城市生态环境质量的

改善过程中贡献最大，经济系统贡献最小，随着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力度的加大，各层次的生态系统环境质量均有较大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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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环境可持续指数(ESI)是一项整合性指标系统，使用 21项指标来评估各国或地区的环境质量，包括自然资源拥有情况、过

去与现在的污染程度、环境管理努力、对国际公共事务的环保贡献，以及历年来改善环境绩效的社会能力。 


